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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的意义：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与干预 

叶伟豪  于美琪  张利会  高  琪  傅明珠  卢家楣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情绪粒度是指个体在相似情绪状态之间做出粒度化细微区分的能力, 其中负性情绪粒度对个体的身

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知层面, 负性情绪粒度可以通过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性与有效性, 人际情绪技能和

充当个体内、外化问题的保护性因子发挥积极作用; 在神经生理层面, 负性情绪粒度可以通过调节自主和中枢

神经系统活动来维持自身稳态。负性情绪粒度的干预技术主要包括情绪词汇训练和正念干预训练等。未来研

究应进一步提高负性情绪粒度的测量精度, 从个体中心视角探讨负性情绪粒度的动态变化过程, 拓展其干预

应用, 并且关注正、负性情绪粒度作用机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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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粒度 (emotional granularity)也称情绪分

化(emotion differentiation), 是指个体在相似情绪

状态之间做出粒度化细微区分的能力 (Barrett, 

2006; Tugade et al., 2004)。根据区分情绪的效价, 

情绪粒度可分为正性情绪粒度(posi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和负性情绪粒度 (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个体能够细腻地区分相似的情绪体

验, 特别是负性情绪体验, 对其身心健康具有重

要意义(Barrett et al., 2001)。 

在日常生活中, 个体易于将正性情绪和负性

情绪区分开来(如快乐和愤怒), 而区分相同效价

下不同种类的情绪(正性：如愉快与兴奋, 幸福与

满足等; 负性：如抑郁与悲伤, 生气和沮丧等)则

相对困难。鉴于负性情绪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更

强的破坏性作用(Watson & Clark, 1984), 相对于

无法区分正性情绪, 个体无法区分负性情绪通常

会有更严重的后果。例如, 低水平的负性情绪粒

度在患有抑郁症、社交焦虑障碍、边缘型人格障

碍、自闭症谱系障碍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个体

中被证实(Demiralp et al., 2012; Erbas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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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hdan & Farmer, 2014; Lennarz et al., 2018; Starr 

et al., 2017; Suvak et al., 2020)。负性情绪粒度的积

极效用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大量研究发现高

负性情绪粒度与个体适应不良行为的减少相关

(Seah & Coifman, 2021), 如攻击行为(Edwards & 

Wupperman, 2017; Pond et al., 2012) 、 酗 酒

(Kashdan et al., 2010)以及非自杀性自伤(Zaki et 

al., 2013)等。高负性情绪粒度也与更高的主观幸

福感、自尊、心理弹性(Erbas et al., 2014; Erbas 

et al., 2019; 吕梦思 等, 2017; Ottenstein, 2020)以

及个体更理智的决策行为相关(Gendron & Barrett, 

2019)。此外, 对比负性情绪粒度, 正性情绪粒度

的相关研究较少, 且被证明与个体幸福感的联系

不够紧密(Liu et al., 2020)。O’Toole 等(2019)的一

项元分析也发现正性情绪粒度与个体的适应性行

为相关较弱。不难发现, 相比于正性情绪粒度, 负

性情绪粒度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

的影响。 

那么, 什么是负性情绪粒度？负性情绪粒度

如何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效用？以及如何

提升个体的负性情绪粒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对负性情绪粒度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梳

理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 并总结负性情绪粒

度的干预技术。此外, 在梳理先前研究结果时发

现, 该领域研究存在负性情绪粒度测量精度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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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混淆个体内与个体间负性情绪粒度以及忽

视正性情绪粒度的影响效果和潜在作用机制等问

题。因此本文根据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展望, 以

期为负性情绪粒度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指

导方向。 

2  情绪粒度的演变与测量 

2.1  情绪粒度的概念演变 

情绪是联结个体与外部世界的重要载体, 对

情绪体验的理解有利于维持个体生理和心理健

康。为此, 情绪心理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情绪概念

解构情绪体验这一复杂现象 ,  例如情绪觉察

(emotional awareness), 述情障碍(alexithymia), 情

绪标签(affect labeling)等, 而情绪粒度概念的提

出则让研究视角更为聚焦于个体对自身情绪体验

的区分程度。关于情绪粒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01 年, Barrett 等在其研究中提出情绪粒度是指

个体识别并区分自身情绪体验的能力。随着该领

域研究的发展, Smidt 和 Suvak (2015)认为情绪粒

度是指个体在体验和表征情绪时在特定性方面的

差异, 代表个体在相似的情绪状态中作出精细、

细微区分的能力。Kashdan 等(2015)则更为强调区

分负性情绪体验的意义, 突出负性情绪粒度作为

一项技能对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情绪粒度

与其他相关概念也存在本质区别(见表 1)。研究者

通常将情绪粒度视为一种能力(Barrett et al., 2001; 

Lennarz et al., 2018)或技能(Kashdan et al., 2015), 

而情绪标签是指个体将刺激的情绪特征或自己的

情绪感受转换成语言的过程 (Lieberman et al., 

2011) ,  通常被视为一种内隐的情绪调节策略 

 

(Lindquist et al., 2015; Torre & Lieberman, 2018)。

情绪粒度在目标指向上(关注自身情绪状态的区

分)也与情绪觉察(识别或描述自身和他人的情绪)

和述情障碍(关注外部事件而不是内部体验)存在

本质区别。 

如上文所述, 情绪粒度概念的提出为研究个

体复杂的情绪体验提供了独特视角, 其更关注个

体对自身主观情绪体验的区分, 而非情绪体验的

其他方面。研究者认为高、低情绪粒度个体在区

分自身情绪体验时存在不同模式。通常, 高情绪

粒度个体能对自身情绪体验进行细微区分, 并使

用特异性的术语来标记和表征这些情绪体验(如

生气、沮丧、恼怒); 而低情绪粒度个体则在自身

情绪体验的区分上表现出劣势, 通常采用一般性

的术语标记和表征情绪体验(如感到不好等)。情绪

粒度对于理解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 进而有利

于个体维持情绪稳定, 保持身心健康。而相比于

正性情绪粒度 , 负性情绪粒度有更为突出的作

用。当个体面对一系列的负性情景时：第一, 使

用特异性的情绪词汇来区分当下情景自身的情绪

体验能更好地传达情景相关和指导后续行为的信

息(Barrett, 2006); 第二, 被精细区分的情绪体验

更容易被个体掌控, 例如, 准确区分负性情绪的

个体能在风险决策过程中更少受到负性情绪的影

响, 做出更为理智的决策(Li & Ashkanasy, 2019); 

第三, 准确地理解负性情绪有利于个体长期的健

康情绪管理。当个体无法区分自身负性情绪体验

而导致情绪调节困难时, 其更有可能沉溺于适应不

良行为从而获得短期的情绪稳定(Seah & Coifman, 

2021), 而这不利于个体长期的情绪健康。 

表 1  相关情绪概念与测量方式 

情绪概念 概念与操作性定义 测量方式 

情绪粒度 个体报告自身情绪体验时, 在不同

种类的负性(正性)情绪状态之间的

共变性差异。 

通常使用重复测量技术, 例如体验采样法和标准化情绪粒度任务。也有少

量研究采用情绪体验范围和分化量表(RDEES; Kang & Shaver, 2004)代表

情绪粒度。 

情绪察觉 个体拥有情绪命题知识的复杂性。 通常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 , 例如情绪觉察水平量表 (Levels of Emotional 

Awareness Scale, LEAS; Lane et al., 1990)。 

述情障碍 在情绪概念系统存在缺陷, 难以识

别和描述自身与他人的情绪体验。 

通常采用自我报告方式, 例如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he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Parker et al., 2001)。 

情绪标签 个体采用情绪词汇来标签化情绪

刺激。 

通常采用情绪标签任务, 要求被试根据情绪刺激(面孔图片或情景图片等)

选择正确描述目标刺激情绪的词汇(Lieberman et al., 2011;岳鹏飞 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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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情绪粒度的测量方式 

综合以往研究发现, 高情绪粒度的个体在报

告自身情绪体验时, 倾向于采用具体的情绪词汇

(如悲伤、内疚等), 他们在不同种类的负性(正性)

情绪状态之间会出现较低的共变性; 而低情绪粒

度者倾向于采用笼统的愉快或不愉快报告自身的

情绪体验, 他们在不同种类的负性(正性)情绪状

态之间会出现较高的共变性。因此, 重复测量技

术是评估个体情绪粒度的主要方式, 包括体验采

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和标准化

情绪粒度任务(emotion differentiation task, EDK)。 

体验采样法采用个体在体验采样期(数日或

数周)报告的情绪体验来评估情绪粒度, 具有较高

的生态效度(Thompson et al., 2021)。通常需要被

试在体验采样期间多次评定当下多大程度上体验

到了某种情绪(由移动设备发送提醒和情绪评定

词)。每日发送提醒的时间间隔可以是固定的(Starr 

et al., 2020), 也可以是随机的 (Demiralp et al., 

2012; Kashdan et al., 2010)。也有研究采集与特定

事件相关的情绪体验(Kashdan & Farmer, 2014)。

而标准化情绪粒度任务通常在实验室环境下测量

个体的情绪粒度。具体来说, 标准化情绪粒度任

务包括呈现标准化的情绪刺激材料, 以及与之大

致匹配的情绪词汇, 被试需在刺激呈现时, 评定

自身在多大程度上体验到了这些情绪。以标准图

片负性情绪 粒度任务 (photo negative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task)为例, 任务通常会呈现 10 张负

性图片, 以及大致匹配的 10 个负性词汇, 例如悲

伤、生气、焦虑等, 要求被试在图片呈现后, 采用

7 点量表评定当下体验到的情绪。对于每个被试

来说, 图片呈现顺序是随机的, 每张图片下呈现

的 10 个情绪词汇的顺序也是随机的。也有研究将

标准情绪刺激替换为视频片段(Aaron et al., 2018)

或假设情景(Boden et al., 2013)等。 

情绪粒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重复测评过程中

(ESM & EDK), 个体在不同情绪之间的共变性

上。因此 , 研究者通过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 

class correlation, ICC)来评估个体的情绪粒度水

平。较高的 ICC (接近 1)表明个体在不同情绪之间

的高度共变, 展现出较低的情绪粒度水平(Kashdan 

et al., 2015), 其在不同情景中反复使用相同的情

绪词汇报告自身的情绪体验。例如 , 只采用“生

气”、“害怕”来表达不愉快的情绪体验。相反的, 较

低的 ICC (接近 0)表明个体在不同情绪之间的较

低共变, 展现出较高的情绪粒度水平。其能更具

特异性地区分情绪体验, 在不同的情绪情景下报

告出更为多样化的情绪。例如, 在体验采样过程

中, 个体对当下情景感受到抑郁而非内疚, 生气

而非焦虑。此外, 由于正、负性情绪粒度的相关

性较弱(Erbas et al., 2016; Willroth et al., 2020), 

正、负性情绪粒度通常独立计算, 计算个体在负

性情景下主观体验的 ICC 为衡量个体的负性情绪

粒度水平提供了良好指标, 综合反映了在不同情

境下, 个体对负性情绪体验的区分能力。 

3  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 

情绪粒度是健康心理功能的基石之一(Barrett 

et al., 2001), 相比于正性情绪粒度, 负性情绪粒

度被证实在提高个体幸福感, 降低抑郁、焦虑等

心理病理学症状方面有更为突出的作用。那么 , 

负性情绪粒度是通过何种机制对个体产生积极影

响？通过梳理以往文献, 以下将从认知层面和神

经生理层面对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展开论述。 

3.1  认知层面 

3.1.1  个体情绪调节 

个体保持内部情绪稳定对其身心健康具有重

要意义, 当面对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时, 能灵活

有效地进行情绪调节显得十分重要。如前文所述, 

理论上, 负性情绪粒度有利于个体理解情绪, 并

进一步开展适应性情绪调节。实证研究也发现高

负性情绪粒度能促进个体采取适应性情绪调节策

略, 减少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 并在情

绪 调 节 策 略 的 有 效 性 上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iveness)表现出优势。首先, 负性情绪粒度可

以减少反刍、回避等适应不良情绪调节策略的使

用。Starr 等(2017)进行了两项生态瞬时评估研究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s), 发现高负性

情绪粒度可以缓冲大学生和退伍军人在面对负性

生活事件时的抑郁症状, 而反刍思维则与负性情

绪的增加有关(Kalokerinos et al., 2017)。Liu 等

(2020)的一项纵向研究表明负性情绪粒度调节了

反刍思维与抑郁症状的关系。在为期 1 周的体验

采样期间, 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较少采用了反刍

思维, 从而降低了抑郁的风险。由此可见, 高负性

情绪粒度个体较少沉溺于负性情绪中, 其抑郁水

平较低。负性情绪粒度还可以减少个体采用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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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调节负性情绪(Kircanski et al., 2015)。Nook

等(2021)对 30 位 15~17 岁的女生进行了为期 1 年

的纵向研究, 结合实验室评估和生态瞬时评估发

现高负性情绪粒度有助于抑制与压力相关的内化

问题, 如焦虑、抑郁。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能更

准确地感知到回避倾向不利于自身负性情绪的缓

解, 从而更少选择回避策略。降低对负性情绪事

件的回避可能是负性情绪粒度对个体产生积极效

用的作用途径。其次, 负性情绪粒度能够促进个

体采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一项对焦虑个体的

体验采样研究发现 , 在特质性社交焦虑个体中 , 

负性情绪粒度较低的个体更少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报告了更强的负性情绪强度(O’Toole et al., 2014)。

Barrett 等(2001)的一项为期 14 天的体验采样研究

(非临床个体)发现, 在面对高强度的负性情绪体

验时, 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更多地报告了适应性

的情绪调节策略(未区分具体情绪调节策略, 采用

了平均分数)。O’Toole 等(2021)进一步探究了具体

的情绪调节策略 , 相比于低负性情绪粒度个体 , 

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更多地采用了认知重评、接

受等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调节情绪。 

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还体现在情绪调节策略

的有效性上。近年来, 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情绪调

节策略的效用, 改善负性情绪以及保持正性情绪

被认为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也是评价情绪调节

策略有效性的标准(Vaughan-Johnston et al., 2020)。

Kalokerinos 等(2019)采用体验采样法验证负性情

绪粒度对情绪调节有效性的影响, 在 1 年之内 , 

对近 200 名大学生进行了 3 次体验采样, 发现负

性情绪粒度调节了情绪调节策略的有效性。具体

表现为低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在执行认知重评和社

会分享策略下调负性情绪时反而增强了负性情绪, 

表现出情绪调节策略的失效; 而高负性情绪粒度

个体执行情绪调节策略时负性情绪得到了显著下

调。此外, 也有研究者聚焦于情绪粒度对具体情

绪调节策略有效性的探讨(如情绪标签等)。情绪标

签作为一种内隐的情绪调节策略, 相比于模糊地

进行标签, 个体精细地区分负性情绪后进行标签

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负性情绪下调效果, 表现出更

强的情绪标签有效性(Matsuguma et al., 2020)。情

绪的概念行为理论 (the conceptual act theory of 

emotion CAT; Barrett, 2006; Lindquist, 2013)认为

在给定情境中, 当个体利用自己的情绪性概念知

识(concept knowledge)对核心情感状态(core affect)

进行分类之后, 就会产生某种情绪体验。该理论

认为高情绪粒度个体存储了更为丰富的情绪性概念

知识, 且具备更强的情绪性概念知识运用能力, 从

而解释了面对负性情景时, 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在

情绪调节策略选择性和有效性上表现出的优越性。 

3.1.2  人际情绪技能 

在个体层面上, 负性情绪粒度能通过情绪调

节策略的选择性和有效性维持情绪稳定, 进而促

进个体身心健康; 在社会层面上, 负性情绪粒度

也与人际情绪技能(interpersonal emotion skills)有

着紧密联系, 这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亦有重要意

义。缺乏良好人际情绪技能的个体在社会互动过

程中更易受情绪问题的困扰(van Kleef, 2016), 正

确推断他人的情绪也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Erbas 等(2016)首次将负性情绪粒度的研究引

入人际互动领域, 考察了其与共情准确性(empathic 

accuracy)的关系。共情准确性是指个体准确判断

或“读懂”他人感受的能力(Ickes, 1993), 被认为是

共情的认知成分(Zaki et al., 2008)。Erbas 等(2016)

对 50 对情侣进行一周的体验采样, 研究发现对自

身情绪体验(尤其是负性情绪)的精准理解也促进

了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具体来说, 在平衡性别差

异后, 负性情绪粒度更高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能

更准确地读懂其伴侣的情绪体验。Israelashvili 等

(2019)则在大学生群体中探讨了负性情绪粒度与

情绪识别的关系, 发现在控制了言语智力后, 相

较于低负性情绪粒度个体, 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

对面孔图片、身体图片以及眼睛图片所诱发的情

绪均能完成更准确的识别。这些非言语情绪信息

也是社会交往过程中的重要工具(Crivelli & Fridlund, 

2018)。此外, 负性情绪粒度也能减少个体对他人

进行道德判断时的偏见, 接受过负性情绪粒度训

练的个体(负性情绪粒度得到短暂提升)在进行道

德判断时更少受到厌恶情绪的影响, 做出了更为

理性的道德判断; 而低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则更易

受偶然信息的影响, 对他人进行了更为严厉的道

德判断(Cameron et al., 2013)。虽然负性情绪粒度

在人际情绪技能上的作用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

支持, 但其在社会互动领域的研究还处于新兴阶

段, 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 

3.1.3  社会适应 

除了维持个体短期的情绪稳定, 负性情绪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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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于个体长期的社会适应亦有重要意义, 具体

表现为高负性情绪粒度可以缓解由负性情绪引起

的不良反应, 减少个体产生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

的可能性。例如, Nook 等(2021)的一项纵向研究发

现, 高负性情绪粒度减弱了压力水平与抑郁、焦

虑的关系, 降低了内化问题出现的可能性。类似

的研究结果也在 Seah 等(2020)的一项体验采样研

究中被证实, 高负性情绪粒度减弱了个体面对社

交压力时的焦虑症状。而低负性情绪粒度个体面

对高强度的负性情绪时则表现出了更强的抑郁、

焦虑症状等(Liu et al., 2020; O’Toole et al., 2014; 

Willroth et al., 2020)。此外, 负性情绪粒度也调节

了临床和非临床个体产生外化问题的可能性。有

研究发现在边缘型人格障碍群体中, 面对负性情

景, 相比于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 低负性情绪粒

度个体产生了更多的自伤行为(Zaki et al., 2013)

和冲动攻击行为(Tomko et al., 2015)。Anand 等

(2017)对 213 名接受常规治疗后(treatment as usual)

的药物滥用患者进行了为期 1 年的随访(每隔 3 个

月), 发现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在面对压力情景时

药物滥用复发的风险较低。在非临床群体中, 面

对高强度负性情绪刺激, 相比于低负性情绪粒度

大学生, 高负性情绪粒度的大学生减少了酗酒、

攻击等外化行为的产生(Kashdan et al., 2010; Pond 

et al., 2012)。情绪信息理论(feeling as information 

theory)指出负性情绪状态反映了个体的生理唤醒

与警觉水平 , 随着个体生理唤醒的产生与持续 , 

负性情绪的信号作用越发凸显(Schwarz, 1990)。在

社会适应过程中, 面对高强度的负性情景, 负性

情绪会提醒个体触发自上而下的控制过程以达成

适应。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对于自身负性情绪有

更强的洞察力, 更易获得信息从而做出适应性行

为, 这可能解释了负性情绪粒度对个体内、外化

问题的保护性作用。 

综上所述, 在认知层面上, 负性情绪粒度可

以通过个体情绪调节、人际情绪技能以及在社会

适应过程中充当内、外化问题的保护性因子对个

体的身心健康产生作用。 

3.2  神经生理层面 

近年来, 随着电生理(如事件相关电位 ERP)

和脑成像(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等脑科学技

术的发展, 研究者们也逐渐在神经生理层面上关

注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特点。除了对负性情绪粒

度本身神经机制的探讨, 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压力

应对视角探讨高、低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在维持自

身稳态过程时的神经生理差异。 

首先, 精细区分的情绪体验能为个体提供更

为丰富的信息, 并促使其更好地分配注意力和认

知资源(Kashdan et al., 2015)。研究表明, 不同负

性情绪粒度个体处理情绪信息时的电生理活动模

式存在差异。Lee 等(2017)发现与低负性情绪粒度

个体相比, 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在观看情绪图片

时诱发了更高的 N2(通常代表早期注意力分配)和

晚期 LPP 波幅(可以代表对刺激的精细加工程度), 

表明了更高的负性情绪粒度与更有效地处理情感

刺激有关。除了对情绪刺激的简单加工 , Wang, 

Liao 等(2020)发现高情绪粒度个体对情绪刺激进

行认知重评诱发了更高的晚期 LPP 波幅。此外, 

一项静息态研究发现, 高负性情绪粒度可以预测

个体在静息状态下的神经震荡水平, 例如左侧额

叶的 α 波偏侧化(frontal alpha asymmetry, FFA)以

及前额叶的慢波 /快波比率 (如 theta/beta ratio, 

TBR)。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有更高的 FFA 水平以

及更低的 TBR 水平 (Wang, Shangguan et al., 

2020)。大量研究表明个体静息状态下的左侧 FFA

水平与认知重评的流畅性和灵活性呈正相关

(Papousek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15), 而更低

的额叶 TBR 水平也与更强的认知控制水平相关

(Angelidis et al., 2018; van Son et al., 2018)。总之, 

以上研究为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在处理情绪刺激

时的精细加工提供了初步的电生理证据。 

其次, 在神经生理层面上, 大多研究从压力

应对视角切入探讨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情绪建

构理论 (the theory of constructed emotion TCE; 

Barrett, 2017)认为情绪概念是通过个体与真实世

界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更新的, 大脑在此过程中不

断存储和更新有关适当行为和预期结果的知识

(例如发生火灾 , 个体会感到威胁并选择远离火

场)。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依据先前经验建构了更

为丰富、精确的概念性知识, 低负性情绪粒度个

体则相对匮乏。TCE 理论侧重于脑的预测性功能, 

简单来说, 当个体面对压力情景时, 大脑会依据

原有建构和存储的情绪概念赋予当下情景意义 , 

并为相应的行为作出准备(Hoemann et al., 2019)。

在此过程中, 大脑会调整生理和神经的反应以获

取相应的生理能量进而达成适应。依据该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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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压力情景时, 高、低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在调

节自主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时可能存

在差异。 

在自主神经系统上, 负性情绪粒度可以调节

副交感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对个体自

身稳态的维持产生作用。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

(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 RSA)和皮肤电反应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 SCR)被认为分别是反

映副交感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的客观指标

(Berntson et al., 1993; Dawson et al., 2017)。RSA

是检测个体达成稳态的良好指标, 反映了副交感

神经系统对心脏的影响, 更高的 RSA 通常反映了

更强的副交感神经激活(Acharya et al., 2006; Berntson 

et al., 1993)。以往研究发现更高的静息 RSA (resting 

RSA)通常与较低的焦虑(Chalmers et al., 2014)、抑

郁 (Carnevali et al., 2018)、更高的情感稳定性

(Koval et al., 2013)以及更有效的情绪调节相关

(Balzarotti et al., 2017)。Hoemann 等(2021)首次探

讨了情绪粒度与个体心肺生理活动(cardiorespiratory 

physiological activity)的关系, 其对 67 名被试开展

了为期 14 天的体验采样研究, 并通过便携设备记

录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心肺活动, 研究发现情绪

粒度与静息 RSA 呈正相关, 高情绪粒度个体表现

出更高的静息 RSA。交感神经系统通过增强新陈

代谢, 促使个体产生足够的生理能量去应对压力

情境, SCR 则是反映该过程的良好指标且对情绪

事件敏感(Dawson et al., 2017)。Kircanski 等(2012)

通过蜘蛛恐惧实验营造压力情景, 将 88 位恐惧蜘

蛛的被试随机分为暴露组、认知重评组(例如, 这

个小蜘蛛没有伤害我的能力)、分心组(例如, 我正

在做一道数学题)以及负性情绪区分组(例如, 我

感到很焦虑, 这个恶心的蜘蛛要跳到我的脸上)。

结果发现, 负性情绪区分组再次面对蜘蛛时 , 表

现出更多的 SCR 降低, 更多焦虑、恐惧词汇的使

用也与更多的恐惧反应下降相关。并且该效果有

一定持续性, 负性情绪区分组在 1 周后的回访中

也表现出更少的 SCR。这反映了高负性情绪粒度

个体在应对恐惧情景时交感神经系统的更低唤醒, 

达成稳态时消耗了更少的生理能量。 

在中枢神经系统上, 以往关于情绪体验的脑

成像研究发现, 情绪体验是由执行情绪概念所涉及

的脑网络构建的, 其中内侧前额叶皮层(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在执行情感概念以及解

析情绪体验方面发挥作用(Satpute et al., 2016), 大

部分的边缘系统, 如杏仁核(amygdala)、脑岛(insula)

等也在情绪概念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Lindquist et 

al., 2012)。大量研究发现负性情绪粒度的相关脑

网络与其高度重合, 例如, 一些 fMRI 研究发现个

体以离散、具体的方式区分自身情绪状态与杏仁

核的反应下调有关(Brooks et al., 2017; Hariri et al., 

2000)。此外, Niles 等(2015)的一项针对公开演讲

压力的研究发现, 更好地区分和表达负性情绪体

验可能促进了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通路的激活 , 

以往研究表明内侧前额叶皮层可以通过对杏仁 

核的拮抗作用来调节负性情绪(Jalbrzikowski et al., 

2017)。Kashdan 和 Farmer (2014)的一项 fMRI 研

究发现, 负性情绪粒度调节了个体在经历社会拒

绝压力时的皮层激活模式, 表现为高负性情绪粒

度个体在脑岛和背侧前扣带回皮层(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的更少激活。这表明个体

在面对负性情绪体验时, 能表现得更加镇定(Barrett 

& Satpute, 2013)。这些结果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较

高的负性情绪粒度能够促进个体对情绪概念相关

神经网络激活模式的变化, 使其在压力情景下更

易达成稳态。然而, 目前关于负性情绪粒度相关

脑网络的研究相对较少, 结果还尚未成系统, 未

来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究负性情绪粒度的神经生理

机制。 

4  负性情绪粒度的干预 

鉴于负性情绪粒度的积极效用, 也有研究者

将视角集中于培养和提升个体的负性情绪粒度。

依据 CAT 理论和 TCE 理论的不同视角, 目前关于

负性情绪粒度的干预方案大致分为两类：致力于

提升个体情绪性概念知识丰富性的情绪词汇干预

训练以及致力于提升个体情绪概念建构能力的正

念干预训练。这两种干预技术均在实践过程中取

得了一定成效。 

4.1  基于情绪词汇的干预 

较多研究者认为情绪粒度基于情绪概念的发

展(Barrett, 2006; Kashdan et al., 2015)。情绪特征

的知识被称为情绪性概念知识, 个体获得的这类

信息越多 , 其情绪性概念知识就越丰富。基于

CAT 理论, 高情绪粒度个体拥有更为丰富的情绪

性概念知识, 其能将情景中的具体信息(例如行为

和生理反应)与特定的情绪性概念知识联系。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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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面对情绪情景, 个体从概念层面上了解不同

情绪的不同特征可能有利于内化这些情绪, 并使

个体更深刻地理解情绪状态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

性。那么, 通过丰富个体的情绪性概念知识能否

提升个体的情绪粒度？ 

事实上, 情绪粒度可以通过情绪词汇的干预

训练获得提升。已有研究通过课堂干预项目

(psychoeducational program)训练儿童的情绪粒度, 

并获得了一定成效(Brackett & Katulak, 2007; Brackett 

et al., 2012)。干预内容包括情绪图片的识别及确

认, 情绪词汇的理解及运用。在专业心理老师一

周一次(2 小时)的干预下, 2 个月后儿童的情绪粒

度显著提高。Nook 等(2018)的一项研究也发现 , 

儿童的情绪粒度与情绪概念发展轨迹存在较大重

叠, 间接佐证了情绪概念丰富性对情绪粒度的影

响。此外, Matt (2018)开发了一种针对情绪词汇学

习的在线干预程序, 其将 150 名被试随机分为干

预组与控制组, 干预组接受网络干预程序, 对情

绪词汇进行学习并回答相应的问题(例如, 回避他

人, 说话变少, 行动缓慢通常是对____情绪的常

见反应。A.羞耻, B.惊讶, C.伤心, D.愧疚), 并在 1

周和 2 个月后考察个体的负性情绪粒度水平和痛

苦水平。结果表明, 干预组的负性情绪粒度得到

显著提升 , 且在一周后表现出更低的痛苦水平 , 

然而该效果并不存在持续性。最后, Vedernikova

等 (2021)开展了更为系统的情绪词汇干预项目 , 

其结合了对照组加前、后测的实验设计, 综合比

较了干预项目对个体内和个体间情绪粒度的影

响。研究发现, 情绪词汇干预有效提升了个体内

负性情绪粒度, 在接受两周训练后, 干预组(60 名)

的负性情绪粒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 而对照组 (60

名)则无显著差异。并且相比于对照组, 干预组整

体的负性情绪粒度更高, 表现出更高的个体间负

性情绪粒度差异。 

基于情绪词汇的干预训练虽然在形式上存在

差异 , 但其核心在于丰富个体的情绪概念性知

识。研究者认为低负性情绪粒度个体以粗糙、未

分化的形式区分情绪体验, 本质上是缺乏相应的

情绪性概念知识。通过情绪词汇的训练, 不仅可

以扩充个体对情绪词汇的储备也有利于其对情绪

概念的理解, 突出相似情绪状态的差异性, 进而

促使个体精细地区分负性情绪体验。此外, 以往

研究证实情绪词汇是分类情绪体验的重要载体

(Hoemann et al., 2019), Shaver 等(1987)发现了三

种基本的负性情绪：愤怒、恐惧和悲伤, 并在此

基础上, 将其他离散情绪归类(例如恐惧：恐惧、

担心、焦虑、紧张)。情绪词汇的学习可以减少个

体在分类情绪体验时的认知负荷, 从而提升个体

的负性情绪粒度。总之, 基于情绪词汇的干预训

练较为简单、易于操作, 且对于负性情绪粒度的

短期提升具有较好效果。随着在线学习的兴起 , 

也有研究者开发了线上干预程序(Vedernikova et al., 

2021), 但还需对其有效性进一步验证, 充分发挥

情绪词汇训练的“便携式”效应。 

4.2  基于正念的干预 

依据 TCE 理论, 负性情绪粒度基于个体对先

前情绪经验的建构。正念(mindfulness)提倡不偏不

倚地看待并集中注意力于自身的内心状态, 这似

乎有利于提升个体的负性情绪粒度(Shonin & van 

Gordon, 2016; Tong & Keng, 2016)。已有研究探讨

了特质正念与负性情绪粒度的关系, 例如 Hill 和

Updegraff (2012)的一项体验采样研究发现, 特质

正念更高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正性和负性情绪粒

度。也有研究发现面对压力情景, 相比于低特质

正念个体, 高特质正念个体表现出更高的负性情

绪粒度(Fogarty et al., 2013)。正念和负性情绪粒度

的正向关系不仅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 正念干预

训练(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 MBI)对个体

负性情绪粒度的提升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佐证。 

van der Gucht 等(2019)结合体验采样技术和

正念干预训练, 采用前、后测结合随访的被试内

设计探究正念干预训练对非临床群体在日常情景

下情绪粒度的提升效果。其对 61 名成人被试开展

了正念干预训练, 训练周期为 8 周(共 6 次, 3h/次), 

训练内容包括 3 部分：冥想练习(如内观、正念运

动、静坐冥想), 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练习(如正念

饮食), 以及问询活动。研究发现, 相比于基线状

态, 被试在接受 8 周训练后在正性、负性情绪粒

度上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并且这种效果在 4 个月

后的随访中依然存在, 表明了正念干预训练能有

效的提升个体的情绪粒度并且该效果具有一定的

持续性。正念强调个体对自身情绪体验的觉察 , 

其不直接改变情绪体验, 而是改变自身与情绪体

验的关系。正念干预积极地训练个体将注意力集

中于自身的内在状态上, 这种视角的转换有利于

个体负性情绪粒度的提升, 为细致地了解和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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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负性情绪体验提供了可能。接受(acceptance)

和去中心化 (decentering)也在正念干预与负性情

绪粒度间起中介作用(Shonin & van Gordon, 2016; 

van der Gucht et al., 2019)。除了视角的转换, 正念

干预训练有利于缓解身心疾患群体的过度泛化问

题(overgeneralization; van der Gucht et al., 2015), 

习惯性的过度泛化不利于个体的负性情绪粒度提

升。Sibinga 等(2016)将公立学校的 315 名青少年

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 学校位于美国贫穷地

区, 学生面临较多的压力风险(如贫穷、社区暴力

等)。干预组进行了为期 12 周的正念减压训练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对照

组则正常上课。研究发现相比于对照组, 正念干

预训练提高了学生的负性情绪粒度, 并大幅降低

了抑郁症状、攻击倾向以及自残行为。也有研究

者对 81 名癌症患者的看护者(caregiver)开展了实

验−等待组随机控制干预研究。结果表明, 与等待

组相比, 实验组在接受了 8 周干预训练后负性情

绪粒度得到了更大幅度的提升, 痛苦程度也得到

了明显下调(Mikkelsen et al., 2021)。最后, 鉴于负

性情绪粒度对情绪相关障碍患者的重要意义, 直

接对该群体进行负性情绪粒度训练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直接针对临床患者开展干

预。Wilson-Mendenhall 和 Dunne (2021)指出结合

正念干预训练和侧重于情绪体验分类的认知疗法

(Beck & Haigh, 2014)对提升个体负性情绪粒度的

重要意义, 但其实际效用还需未来在临床患者中

进一步验证。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主要从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和干预

两方面梳理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从认知和神经生

理层面归纳了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 并且总

结了负性情绪粒度的主要干预技术, 情绪词汇的

干预和正念干预训练。所选取的文献多为实证研

究, 以追求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但该领域仍有一

些问题有待解决, 综合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未来

负性情绪粒度的相关研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拓展和完善。 

5.1  负性情绪粒度的测量精度提升 

首先, 负性情绪粒度的测量方法还处于不断

完善的过程中, 当前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是体验采

样法, 其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 但该方法也存在

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为测量精度上存在不足。一

方面, 个体在采样期间所经历的情绪事件可能有

较大差异, 这势必会导致负性情绪粒度的差异。

例如, 一些被试度过了平静的采样期, 而一些被

试者处于情绪波动剧烈的时期, 这会导致处于情

绪波动期个体负性情绪粒度的虚高(Erbas et al., 

2022)。另一方面, 研究者通常会提供封闭性情绪

词汇表(closed-ended list)让被试评价 , 这限制了

个体对自身情绪的准确区分, Kashdan 等(2015)认

为, 为了真正捕捉个体自发的负性情绪粒度, 采

用开放式的情绪粒度测试很有必要。针对以上问

题, 研究者提出了开放式评价的测量形式, 要求

被试每日报告负性情绪事件以及在这些事件中的

情绪体验, 依据特定程序对被试的日记内容进行

编码和评分(Ottenstein & Lischetzke, 2020)。未来

研究可以选择开放式评价方法和实验室情绪体验

重复测评(控制负性情绪来源和强度)统筹评定负

性情绪粒度, 尽可能提高负性情绪粒度评定的准

确性。 

其次, 对于负性情绪粒度神经机制的探讨还

处于初步阶段, 未来研究可以结合认知神经技术

深入探讨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本文在梳理

先前研究结果时发现, 在认知层面上, 负性情绪

粒度可以通过情绪调节以及改善人际交往过程中

的情绪技能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虽

然该结果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 但相关

电生理以及脑成像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缺乏明

确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Wang, Liao 等(2020)对

高、低正性情绪粒度个体执行认知重评时的电生

理反应进行了溯源分析, 发现高正性情绪粒度个

体在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存

在更大激活, 而这些皮层区域均是情绪概念脑网

络的重要组成部分(Lindquist et al., 2012)。然而, 

脑电技术空间分辨率相对较低, 其定位精度存在

偏差,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取 fMRI 技术进一步

对高、低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在进行情绪调节时的

脑区激活及功能连接进行探讨, 深入探索负性情

绪粒度对情绪调节效果影响的神经基础。此外 , 

采用 ERP 技术考察负性情绪粒度对情绪调节作用

的时间特征, 寻找与其相关的特异性 ERP 成分, 

也有利于在临床过程中为干预效果提供客观的神

经生理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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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负性情绪粒度的动态过程与干预 

当前的大部分研究将负性情绪粒度视为稳定

的特质变量, 通常比较个体间负性情绪粒度差异

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较多研究在探讨负性情绪粒

度作用的过程中混淆了个体间和个体内负性情绪

粒度(负性情绪粒度的可变部分)。然而这难以解释

相关问题, 如个体何时或处于何种情景能更好地

区分负性情绪, 以及个体内负性情绪粒度的变化

是否也能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为了探究

这些问题, 分离个体间情绪粒度和个体内情绪粒

度便具有重要意义。依据动态情绪理论(dynamic 

model of affect), 个体的情绪粒度会随时间和情

景的变化而变化 (Kuppens & Verduyn, 2017)。

Tomko 等(2015)首次通过计算瞬时情绪粒度指数

(momentary granularity indices)分离了个体间和个

体内负性情绪粒度, 并发现了个体内负性情绪粒

度水平存在波动。Erbas 等(2018)进一步验证了个

体内负性情绪粒度的动态变化性, 并且发现压力

水平是重要影响因素, 压力水平越高, 个体内负

性情绪粒度越低。此外, 也有研究从时间动态过

程角度出发, 探讨个体内负性情绪粒度对日常睡

眠质量的影响, 发现个体内负性情绪粒度能调节

日常压力与睡眠质量的关系, 个体内负性情绪粒

度处于较高水平时缓冲了日常压力对晚间睡眠质

量的影响(Lischetzke et al., 2021)。这些研究结果

为探索负性情绪粒度的时间动态进程打开了大

门。从个体中心视角出发,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

影响个体内负性情绪粒度波动的原因和结果, 并

进一步开展针对性的干预训练。目前个体内负性

情绪粒度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 未来研究

应进一步从个体中心视角出发探索负性情绪粒度

的作用机制。 

5.3  正、负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比较 

梳理以往研究发现, 由于负性情绪粒度具有

更为广泛的积极效用, 大多数研究将视角集中于

负性情绪粒度的探讨 , 而较少关注正性情绪粒

度。基于 CAT 理论和 TCE 理论, 高正性情绪粒度

个体和高负性情绪粒度个体均存储了更为丰富的

情绪性概念知识(正性、负性), 但正性情绪粒度的

积极效用似乎受到了限制。例如 O’Toole 等(2019)

的一项元分析发现, 正性情绪粒度与个体的适应

性行为相关较弱。正性情绪粒度也仅在特定群体

中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积极效用。例如在边缘型

人格障碍患者中, 高正性情绪粒度与个体的症状

减轻相关(Dixon-Gordon et al., 2014)。值得注意的

是, 对于饮食失调患者的研究发现, 负性情绪粒

度和正性情绪粒度对其症状减轻产生了不同结果

(Jones & Herr, 2018; Mikhail et al., 2020; Selby et 

al., 2014)。例如, Mikhail 等(2020)的一项关于情绪

性饮食的研究发现低正性情绪粒度个体摄入了更

多的卡路里 , 表现出暴食行为(binge eating), 而

负性情绪粒度并没有调节该过程。可能的解释是, 

在正性情绪更为重要的情景中, 正性情绪粒度能

对个体身心健康表现出更强效用。例如, 在与获

得奖赏相关的情景中, 正性情绪粒度较高的个体

有更强的内在动力(Shiota et al., 2014)。Selby 等

(2014)的研究发现高正性情绪粒度降低了神经性

厌食症患者的减肥行为, 如呕吐、使用泻药和锻

炼等。此外, 正性情绪粒度越高的个体也表现出

更强的认知重评能力(Wang, Liao et al., 2020)。由

此可见, 正性情绪粒度的作用虽受到限制, 但在

某些情景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关于正性情

绪粒度的机制探讨仍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应进一

步探索正性情绪粒度的作用机制, 并与负性情绪

粒度进行比较, 综合考虑正、负性情绪粒度在不

同情景下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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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in precision: Mechanisms and interventions of  
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YE Weihao, YU Meiqi, ZHANG Lihui, GAO Qi, FU Mingzhu, LU Jiamei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granularity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make a fine distinction between similar emotional 

states, and 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has been found t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individual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terms of its mechanisms, in cognitive level, 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can exert 

positive impacts on individuals by facilitating the adap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maintaining individuals’ emotional stability by improving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skills, it 

may also serve 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In terms of neurophysiological 

level, 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may maintain the individual’s homeostasis by regulating autonomic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ctivities. The major interventions related to 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include feeling words training and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Mo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explore the 

dynamic change of 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from the person-centered perspective, expand its 

investigation, and focus on comparing the mechanism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Keywords: emotional granularity, emotional conception, emotion regulation, stress coping, mind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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